对本体论概念使用的讨论——兼论杨国荣教授三书的写作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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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杨国荣教授所著之《伦理与存在》、《道论》到《成己与成物》三书
，主要分两部份，其一为对三书「写作特质」的外部观察与定位，其二为对其中核心术语「本体论」一词的使用意义之考察。
一、作为哲学创作的三书
从《伦理与存在》、《道论》到《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三书的写作，杨国荣教授的哲学讨论，提供了一种新形式的哲学书写，如同作者自己所言，不强立特定的系统
，但愿作实质的哲学讨论，藉由从哲学史的理论的反思，提出自己的研究见解。因此，三书之作，也应当视为是杨国荣教授的哲学创作之作，而非仅哲学理论的介绍之书。
二、书写形式的创新
然而，依笔者的观察，这一系列的创作，确实有着书写形式的新意，这个新意表现在，每一主题的讨论，都是作者自订的议题，并非哲学史上的传统术语与传统问题，亦即，作者是自觉地在寻找哲学议题，从而展开思辨的历程，在思辨的历程中讨论问题，讨论即是研究，在研究中，深入主题所涉及的问题，在对问题的反思中结合哲学史的理论，在对哲学史的理论的反思中提出作者的对话性意见，在意见表述中进行作者的创造
。在这样的创造历程中，对问题的定义本身即是一项创造，而对问题提出作者的理解性意见更是进一步的创造，此时，作者即不断与哲学史上的各家系统进行对话，对话又是再进一步的创造，且不论中西古今，只要是与作者所设定的议题相关的哲学理论即是作者对话的对象，对话的过程通常是吸收理论以为己用或是提出批评意见以提升理论深度，因此对中外哲学的讨论同时有介绍与评价的两种功能出现。
三、创新形式的哲学概论功能
在介绍的意义上，作者三书甚至有一种创新形式的“哲学概论”的书写功能，因为哲学史上的各家理论以在作者的思路过程中被顺道带出，此时对哲学史不熟悉的读者而言，便有了认识该哲学理论的学习效果，因此笔者说这样的书写形式附带了“哲学概论”的一定功能，却以更生动活泼的方式书写，活生生地认识思辨过程中的状态。就评价的功能而言，则正是作者的研究心得之表述，即是作者的直接创作之时。
就作者三书之主题的拟定而言，第一部论《伦理与存在》问题，但问题亦不得不涉及形上学及知识论问题，就第二部之《道论》问题而言，即是形上学问题，但因作者的讨论是以中西哲学的整体为对象，因此中国哲学的实践特质亦涉入其中，此即使《道论》议题亦有道德哲学的义涵，亦即仍包含伦理学问题，就《成己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言，既以《中庸》为模板而定主题，表面上看应为实践哲学的讨论为主，但作者副标题及全书子题皆以意义的探究为主，可以说是意义问题与实践问题交涉互通的讨论，而作者屡言所论议题皆包含“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项
，实际上也就包含了全部哲学问题，只是赋予哲学理论以更积极的实践的功能，以哲学应为改变自己及改变世界的工具出发为思考，而创造意义的新世界，而为作品的呈现
（这句话似不通）。总之，三书之作，虽时程有先后，主题有差异，但三书之作其实皆是面向哲学基本问题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方面，因此同时就是作者直接面对整个哲学世界的意义探索之创作历程。
这个创作的历程，作者明言即为其哲学“研究”的活动本身
，因此即有其哲学活动的方法之特殊性在，这样的创作方法，笔者在此打算提出一些方法上的讨论意见。
四、即哲学史以言哲学
即如前述，作者的书名虽为全书的主题，但事实上内容的进行已蔓衍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中，因此作者的实际讨论问题便应在章节主题中发掘，而作者三书的章节主题皆是作者自定的，并不是哲学史上任一家的理论议题，因此子题的哲学意涵仍需自定，从三书各章节主题的介绍来看，所有的“导言”、“引言”之介绍几乎即已呈现作者的理论意图，亦即章节主题的订定即是提出一套作者哲学理论的标题，就此章节主题所含摄的议题而展开章节子题的研究、对话、探索的思辨历程。观点的提出安排在子题的问题叙述之下，并不是一系列哲学史上的既成问题的提出与解答，而是杨教授自己的融会贯通之后的哲学主张的直接表述。藉由议题的提出，而点出主题，藉由子题的展开，而说明问题，藉由问题的讨论，而援引哲学史上的各家理论进行介绍与评价，来表述观点。所以观点的推出固然藉助于哲学史的理论，著作的本身却不是「哲学史」的功能，不是回答哲学史上的传统问题，而是回答作者设想的问题，只是它是藉由哲学史上的理论以表意。但是因为作者的哲学史素材深入且广泛，因此与哲学史上各家理论对话的过程中不免有借彼说此的现象，亦即哲学史上的理论是否真的是作者正在进行的议题的理论而得以援引、借用或批评、反对呢？这正是笔者在阅读时时常发生的困惑。困惑发生的关键在于全书所讨论的议题(即章节主题本身)并不直接出自中西哲学史的既有问题，则讨论时所引用的理论之问题意识的背景，便完全决定于作者的理解，因此以作者的议题收编哲学史的理论的作法，不论所持是肯定性的介绍态度或否定性的批评态度，其实作者亦等于进行了「哲学史」的介绍的工作了，只是这些哲学史上的理论并不是以时序的历程及中西的比较而被叙述，而是以作者的问题意识的架构而被带出，因此书中的中西哲学史上各家的理论不得不以作者的问题意识的架构而定位其角色及功能。正因为这样，三书中所有涉及之中西哲学史上的各家理论，从读者的立场而言，也就不得不进入作者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意见的结构中来认识与评价，甚至可以说，这些哲学史上的各家理论已暂时脱离了“哲学史”的土壤，而必须被重新认识，所以读者也难以以自己的原初理解而与作者进行意见的对话，因为讨论的基础点已不在“哲学史”中，而是在作者的章节主题中。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确确实实地已经进行了原创性的哲学创作。三书虽有“哲学概论”的书写形式的创新，也有“哲学史”的介绍功能，却完全是一套套的“当代哲学”的最新创作系统，虽然作者说三书著作无意有系统性的封闭，亦无意有绝对性的结论，而只是一个开放式的讨论历程
，但是，三书的写作实质却是虽不系统却有理论，虽不绝对却有立场。
五、三书的系统性问题
就系统性而言，作者在《伦理与存在》及《道论》书中指出此书谈不上系统、也无意建立体系，就《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而言，从书名到章节主题以及写作方式看来，作者应该也会持有这样的立场（但依笔者的观察，《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毋宁已是颇具系统性的）。诚如前文所言，笔者认为三书之成果是虽无系统却有理论。虽不在单一著作写作计划上要求各篇文章形成系统，甚或合三为一而为一更完备的系统，但就各章节内之论述而言，就理论之表意的完成而言，只要有理论就会有系统，至于此一系统是否在全书中明白建立则是另一回事，而三书是否明白建立系统亦是另一回事，但“哲学”就是“理论之有系统的表述”，作者明白地是在作哲学“研究”，且提出观点，因此并不妨碍读者可就作者之三书为其建立一系统，只要作者之各书各章之论述彼此关联、互成推演、并行不悖，就有可能被读者以一更具简洁清晰之架构予以系统化，就此而言，作者当不能反对，反对之即谓此三书之著作有前后矛盾不一的现象，三书或有前后重复、深浅不一的现象，但绝不能有理论不一致的情形。此即本书系统性之反思之一。
其二，则是笔者欲提出的另一项质疑。就以史言学而言，本书无疑要以哲学史言哲学，以中西哲学之比较以言哲学，因此三书中出现了众多的中西哲学理论之讨论，或为介绍性地引入作者的观点中，或为批判性地由作者表述自己的立场，无论前者或后者，哲学史上的各家讨论到的理论都进入了作者的处理中，从而形成作者的哲学的各个部分，因此哲学史上的理论是以作者的哲学系统的各个单位而进入三书而被提起，这就与哲学史上的理论之本身作为各家系统内的单位之系统性不完全一致了，虽然，所有的“哲学概论”书籍的写作与“哲学史”著作的写作都不免有该作者的哲学偏好以为批评介绍的讨论基础，但毕竟“哲学概论”及“哲学史”书仍是以该哲学本身的系统而讨论该理论。但如三书之本身为一哲学创作性著作而言，三书中的哲学史理论本身的系统性已经出离于哲学史原著，而是在三书的系统中被重新定位了。
六、与唐君毅著作的对比
这一个现象，很可以与同样是以哲学史言哲学、以哲学写哲学史的唐君毅先生在《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的做法作一对比
。唐先生欲建立一遍观所有哲学的哲学，欲筑一桥梁以沟通所有哲学理论，于是中西古今所有哲学理论皆以客观世界三境、主观世界三境、主客合一三境的架构搜罗入他的系统中。唐先生欲介绍哲学以为人类使用，而不肯停留在中西各家哲学彼此互争、非议的现实中，因此以他自己所设想的架构系统分类之、判教之而皆收归己用。而其架构主要仍是以介绍哲学史上的哲学为目的之建构，但此一建构却已呈现唐君毅哲学的创作系统，是唐君毅哲学的系统来定位中西哲学史上的各家系统，则唐先生的哲学本身成为可被拷问追究的对象。就唐君毅哲学而言，其最后三境仍然提出了儒学第一、佛学第二、耶教第三的高下排比之立场。理由是以教化为目的的序列有先后本末之实际。此诚可议也。此暂不深论
。
就杨国荣教授之以哲学史以言哲学的作法来看，情形实有不同。杨教授是以《伦理与存在》、《道论》、《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的书名论哲学，实际上讨论的是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基本哲学问题，只是他透过自己的创造性反思，从切身关切的理论问题入手，藉由各章节主题对三大哲学基本问题进行研究而提出观点，实际上进行的是“道德哲学”与“实践哲学”的问题讨论，而两者亦是一，亦即是以哲学史上的“形上学、伦理学、知识论”的三大哲学基本问题的各家理论系统以讨论“道德哲学”与“实践哲学”，不论书名是《伦理与存在》、《道论》还是《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就此而言，基本的问题关切与唐君毅先生之教化为目的的九境之说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唐先生架构的系统性更为直接，写作计划更为明确，但是依唐君毅哲学以说哲学的系统性现象依然存在。对比来说，则杨国荣教授三书之作中对哲学史各家的系统问题而言，依杨国荣教授的哲学以定位其系统的现象又更进一步了。此特征的重心即是在“道德哲学”与“实践哲学”的根本问题意识之中。
七、三书的开放性问题
就开放性而言，笔者对作者的理论创作具开放性立场敬表同意，今日之哲学创作，如仍企图构作一封闭且绝对超越之系统，无论中西，皆已不能被接受，关键即在方法论意识之大开，任一系统皆在既定的脉络中才能展开，因此都无统整排它的绝对可能，即如冯友兰先生于《贞元六书》中之所言，他认为各家系统皆是本然哲学的一个实际
，因此都应予以尊重，只问谁更为创新而已。而三书之开放性应有二义，其一为作者的意见容许讨论，其二为作者自己仍将继续作创新的哲学发言……
以下转入另一问题的讨论。
八、三书中的本体论概念使用
《成己与成物》中作者屡以“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说哲学讨论的基本问题，而在《道论》的导论中则对“本体论”一词展开讨论，事实上，本体论可能是作者三书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基本问题概念，亦即这也是作者讨论“道德哲学”与“实践哲学”时最为关切的思辨路线。作者常在某项主题的讨论中置入一句话，说这个问题有本体论的基础或面向在
。依据作者“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架构而言，“本体论”即“形上学”即“道论”，“道论”一般在中国哲学的使用中既有形上学的意味、亦有宇宙论的意味
，“形上学”一般在西方哲学的使用中仍是有宇宙论与本体论的意味，即COSMOLOGY与ONTOLOGY，因此，撇开宇宙论的纠缠，本体论与宇宙论二分的名词使用，正是较为清楚的哲学基本问题的概念约定。亦即，杨国荣教授的本体论是基本上不包含宇宙论的传统的
。
但也正因如此，问题意识多元的西方哲学的ONTOLOGY传统
，以及不能脱离宇宙论的中国哲学传统
，还有主要表现在价值问题的中国道论传统
，以上几个问题却使得杨国荣教授的本体论概念的使用必须再为厘清。杨教授在本体论概念的使用及讨论上，其实是使用多于讨论的。本体论概念被杨教授使用在各种主题的讨论上，亦即是以本体论概念讨论其他议题，至于对本体论概念本身的讨论，似乎主要就是在《道论》一书的“导论”处见之。讨论的重点就是本体论原以ONTOLOGY之中译为使用意义，因此首先是关于存在的学问，又译存有论
，然因以中文的本体论一辞译之，因此产生了本体论词义的新意义，结果甚至造成概念使用的困扰
。即是中文的本体问题之义涵既仍在本体论哲学中，但又保留西方本体论哲学的意旨
，即是讨论中国哲学的道器、理气、体用等存有范畴的问题
。后又因海德格的“基础本体论”之加入（港台之译名为“基本存有论”)
，整个本体论的词汇使用意义便在不断转变中
。杨教授对本体论的词义之讨论，并没有企图建立单一固定的意旨，而是保留它在目前诸多使用意义下亦接着使用，于是三书中多处谈到本体论问题或说某问题有本体论意旨的时候，其实都是留给读者一个自明其义的空间在。
九、本体论与存有论的中文使用义涵应有所区别
就此，笔者有意以中西哲学的形上学之特质，重新议定本体论词汇之使用意义。首先，西方形上学义下的ONTOLOGY，若以中文的存有论名词译之，是更能准确地彰显它原先的问题意识的主题的，若给它一个操作型定义，即是THEORY OF BEING，于是ONTOLOGY和COSMOLOGY一主存有义涵，一主存在世界，一抽象一具体，一依思辨而立，一依经验而立。晚近，由于宇宙论渐脱离哲学讨论范畴，形上学几乎就是ONTOLOGY的问题而已了。以存有论词汇翻译之ONTOLOGY，拿到中国哲学中来讨论时，即如杨教授所言，即是讨论“道器、理气、体用诸辨”，此诚其然，中国哲学本就有这些问题的讨论，它就是ONTOLOGY之存有论问题在中国哲学中的直接讨论对象。牟宗三说朱熹“理气心性情”论为“本体论的存有系统”
，笔者完全接受这样定义与定位，只是牟先生对此有负面的批判立场，而笔者认为完全不应有负面的批评立场，关键即在牟先生重视的是本体论的“本体宇宙论”及“本体工夫论”系统的哲学问题，以为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以及超越西方哲学的项目，所以对“本体论的存有系统”予以贬斥，笔者有许多专文反对牟先生此说，此暂不申论
。笔者此处之意见即是，西文之ONTOLOGY之中译即应以“存有论”为之，而中国哲学中的“道器、理气、体用诸论”即适合以西方形上学问题意识中的存有论问题理解之、定位之、研究之，至于本体论的词汇，应有它用。本体论更适合讨论中国哲学中的价值哲学问题，即是仁义礼知之本体、无为之本体、空性之本体等等，若给它一个操作型定义，即是THEORY OF VALUE，价值意识的本体论，亦即哲学基本问题中的价值论适合以中文的本体这个概念来说明，“本体”本来就中国古文，“存有”才是现代中文，存有确实是针对BEING问题的翻译，但将ONYTOLOGY译为本体，词义固然优美深邃，但仍不如存有论之表义准确，其结果，反而制造中文的“本体”这个辞彚原来的问题意识亦加入西方哲学意义的形上学ONTOLOGY的阵营内，使得本体论既有西方存有论的问题义涵，又有中国哲学的价值意识的问题义涵，再加上海德格的搅和，则甚么问题都是ONTOLOGY的问题了，那就不好表意了。同样地，在中文的使用中，存有论及本体论都同时既有西方意义又有中国意义，这也造成难以表意的困境，那么，建立一个中文术语的使用意义的区分，当然是有需要的，更是有助于中文世界的中西哲学讨论的。
　　笔者之意即是，杨教授书中所有的“本体论”词汇，也是中文世界绝大多数学者所使用的“本体论”词汇，主要应用于讨论中国哲学的本体宇宙论及本体工夫论上，而以“存有论”一词来讨论西方形上学问题以及接近西方形上学问题的中国“道器、理气、体用诸论”。如此一来，则不只牟宗三先生的“本体宇宙论”有了出路，传统中国哲学所有的“本体工夫论”亦皆有了出路。而方东美先生所说的“价值中心的宇宙论”亦有了出路，那就是“本体宇宙论”，熊十力先生所说的“本体论”亦有了出路，它就是谈道德实践的“体用论”。而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程朱哲学的“只存有不活动的理”亦有了出路，因为它就是“存有论”而不是“本体宇宙论”或“工夫论”。这一个定位的区隔，将可有效解消牟先生对程朱、陆王之别异与高下批判意见的依据，此不多论。
    基于以上的重新定位，笔者便可以重新解读杨国荣教授以下一段文字的哲学义涵，其言：
当然，在现代中国哲学的语境中，本体论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传统哲学意义上的理气、道器、体用等关系的辨析，广而言之，其研究之域包括与存在相关联的诸种领域。从认识的前提（所知与能知的确认），到道德的基础（包括伦理关系与道德主体之＂在＂），从价值判断的根据（人的需要与对象属性的关系），到审美过程的内在意义（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等等，都可以看到本体论的视域。就其以存在为指向而言，它无疑与ontology有相通之处；就其不限于或非着重于对概念的逻辑分析而言，它又似乎逸出了ontology。要而言之，作为中国现代哲学的概念，本体论的意义已不仅仅表现为ontology的译名，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获得本土化的性质，其内涵既非ontology所能范围，又包含了ontology的某些涵义，既有别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本体等理论，又渗入了传统哲学的相关内容；在实质的层面上，上述意义中的本体论似乎更接近于广义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相对于ontology及传统的本体理论和道器、理气、体用诸辨，它显然包含更为丰富的内容。

    首先，对“理气、道器、体用”的讨论即是存有论的哲学，“理气”是存有范畴，与道物、心性等概念一类，谈这些概念的定义与关系正是theory of being，亦是牟宗三先生所谓之本体论的存有系统。至于“道器”，在《易传》中直接就是形上形下之辨，正是形上学的存有论问题。体用一对就难以掌握，以之说道器可以，这是存有论，以之说主体的实践之作用亦可，这是工夫论。总之对“理气、道器、体用”的讨论以存有论问题定位之是准确的。其次，“道德的基础、价值判断的依据、目的性与规律性”等本体论问题，则在中国哲学中即是善恶、清浊之辨的价值问题，说为价值意识的本体论可也。杨教授说：“本体论的意义已不仅仅表现为ontology的译名，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获得本土化的性质。”笔者以为，问题不是本体论这个概念的问题，而是存有范畴的形上学问题以及价值意识的形上学问题是什么问题的问题，然后才是我们的称谓要将其说为本体论还是存有论还是形上学的问题，不是“本体论”这个词汇包含了哪些问题的问题，而是我们使用本体论这个词汇在谈论哪些问题的问题，问题都是“问题”的问题，而不是“概念词汇”的问题。
十、宇宙论的哲学问题应予重视
　　以上ONTOLOGY的存有论及本体论意旨既明，接下来笔者要谈关于「宇宙论」的问题。就杨国荣教授之形上学定义是本体论义涵而言，形上学中原有的宇宙论部分即不在讨论的主题中了。在《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书中，哲学基本问题以“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为架构，则“宇宙论”确实不在其中。然而，就中国哲学的讨论而言，宇宙论至少是道佛两教的核心问题，没有道佛的它在世界的宇宙论，就没有道佛的“价值论、认识论、本体论”等种种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可以提出，不基于宇宙论，道佛许多“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命题便不易明白，甚至有错解的可能。一些在杨教授书中涉及的问题诸如谈直觉、谈洞察、谈精神境界、谈禅宗的理论意义等等，几乎都没有看到杨教授从宇宙论的它在世界观以及身体锻炼等进路谈这些问题，则其中可能有的疏漏便在所难免。例如，在《成己与成物》第四章论“精神世界的义意向度”一节中，杨教授谈到康徳所谓之：“宗教是良知，拥有宗教，并不需要上帝的概念。”
另外，杨教授谈到宗教的彼岸与此岸的问题，认为禅宗在此一问题上之界线不明显，改变观念即可使“一存在呈现不同的意义” 
，因为禅宗言：“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
笔者认为，康德亦非在此说中即否定了它在世界位格义的上帝存在，禅宗亦非在此义中即否认确有它在世界的净土在。康德重点在良知作用的提出，慧能重点在心念之开悟，改变观念固然可以使同一存在呈现不同的意义，但这个不同的意义世界却是趋向不同的存在世界的可能性前提，因此要做这一套的心性工夫。也就是说，宗教哲学的宇宙论不能被解消，否则会有理论认识的偏差。
    杨教授也提到程朱批评禅宗“作用是性”之说，认为禅宗此说是“将这种偶然、外在的意识活动等同于内在之性。”
笔者认为，这是程朱对禅宗的误解，这个误解就是没有意识到禅宗仍有它在世界的宇宙论的知识前提，佛家的生命观是在轮回中的历程，决定历程的去向者是意识的意义世界，意义世界就在日常生活的心念中，即便是挑水砍柴都有念虑的清浊之别，因此工夫也就在日常念虑作用中进行，境界高下的展现也正显现于此，因此简单总结为作用是性，意指作用能见性，作用能成性，念头上的工夫正是迷悟之别、圣凡之异。程朱未能辨此，杨教授亦似乎接受了成程朱的认识立场。
十一、结论
　　总体而言，杨教授上书三书之作，实质上是以创作为研究目标，而不是以诠释为研究目的。杨教授认定哲学基本问题为「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但依笔者的研究，已建议将本体论改为概念思辨的存有论以及价值意识的本体论，两者都是形上学，另一为认识论。至于价值论，它一方面可以被收入价值意识的本体论，另方面可以以伦理学名义称之，这就极为等同于台湾学界的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三个名称以为哲学基本问题。不过，若就诠释而言，这个架构毋宁是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分类，就中国哲学的讨论而言，宇宙论、价值意识的本体论（可以同时收入概念范畴的存有论）、工夫论、境界论才更是中国哲学的内在思路、解释架构、诠释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杨教授的研究与创作仍是形上学份量过重的做法，以致工夫论与境界论较少以第一哲学的地位被抬上讨论，二十世纪的当代中国哲学都注意到工夫论境界论等问题意识的特质，但都收编入形上学进路来讨论问题，从创作言无可无不可，从诠释言就可以有准确与否的追究。
笔者同意杨教授认为的哲学就不分中西的立场，但当中世纪神学、英国经验论、德国观念论都已成为西方世界共同的哲学资产之后，仍不妨碍以其原初的发生时间与发生地点而称名为中世纪、英国、德国，因此，在当代全球化的哲学学界其实尚未公允地接受中国哲学之时，我们仍界定有一种中国哲学的哲学的做法是合理的，但此时，就其特质而发为讨论，就其内涵而进行正确理解与准确诠释正是要害，这一步工作成熟之后，便可以以纯粹的哲学问题研究进路来讨论中国哲学，目前西方哲学界直接进入这一步，而东方的学者可能更应该在基础性的理解与诠释的工作上做出重大的贡献。杨教授可谓跳过第一步直接进到第二步了。
最后，本文对杨国荣教授三书著作的讨论，只能算是外部观察，尚未进至内部创作的意旨辨析。杨教授哲学著作有其思辨历程的特质在，确非笔者之所长，所论之议题亦非笔者平日讨论之主题，骤然要提出内部意旨的讨论意见是十分不易的。因此本文仅能从一些外部的观察，讨论其著作的特质。直言之，杨教授的书写形式确有创新，问题意识亦甚为独特，但为后学者甚不易效习模仿，更为学界同行们难以评价之。杨教授本意是要避免学术的弊端，如重复、模仿、肤浅、空泛等论学态度，但却是走了一条孤峻之路。问题意识独特，理论创作新颖。不能说杨教授不讨论学界平日所关心的问题，也不能说杨教授使用的术语概念皆为创新不共的新辞，但，不做经典诠释之专文、不做传统争议之解消的讨论、不涉入当前热门之议题，确实有心直接创作，这一套综摄古今中西的哲学创作，尚不能简单定位为“当代中国哲学”，而是一套“在中国的”“当代哲学”。
                                  （责任编辑：成素梅）
� 本文為筆者參加“《哲学分析》论坛：史與思：當代中國哲學的視域學術研討會”之會議論文，會議於2011年5月6-8日在杭州舉行。


�杜保瑞，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 楊國榮教授著《倫理與存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道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成己與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第一版。


� 在《倫理與存在》一書之“自序”中，其言：“應當指出的是，無論是所涉及的內容，抑或形式的結構，本書都談不上系統。事實上，對道德或倫理做思與辨的過程中，我並無意提供一個內容完備、結構嚴整的倫理學體系，而是更傾向於就某些本源性的問題做若干具體的研究。”（第3页）。《道論》“自序”中亦言：“與《倫理與存在》一樣，本書無意提供一種終極的體系。體系作為既濟的型態，往往容易導向自我封閉，哲學作為智慧之思則總是處於未濟的過程，並具有開放的性質。儘管本書亦有自身的內在脈絡和系統，但它所著重的，並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具有實質意義的內在問題；其中所展示的哲學視域，則同樣蘊含著歷史性和開放性。”（第4页）。


� 楊國榮教授《道論》“後記”中言：“事實上，關注中外哲學史上具有原創性的哲學家的工作並對此加以回應，同樣是一種對話，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是更深層面的對話；只有回到思想的原創層面，對話才具有實質的意義。本書之所以在討論哲學問題時更多地關注歷史上重要哲學家的工作，也是基於如上的看法。”（第37页）。。


� 楊國榮《成己與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成己與成物的過程本身包含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等多重度。”（第12页）。


� 楊國榮《成己與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以認識世界與認識自己、變革世界與變革自己為具體的歷史內容，成己與成物的過程同時表現為意義和意義世界的生成過程。”（第2页）。


� 楊國榮《道論》：“對本書所涉及的問題，我在從事哲學史及道德哲學研究時便已有所關注，但較為集中的思考，則始於《倫理與存在》完稿之後。2002年，我曾再度赴哈佛大學作研究，這使我有機會進一步了解西方哲學對相關問題的思考。”（第318页）。《成己與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2006年至2007年，應羅蒂的邀請，我作為富布來特學者在斯坦福大學做了近一年的學術研究，本書的研究，便開始於那一段時期。對相關問題的思考，當然可以追溯到我更早時期的工作，但研究的具體準備，則是在斯坦福期間展開的。”（第302页）。


� 參見注1。


� 唐君毅著，《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上、下》，台灣學生書局1986年5月全集教訂版。


� 參見拙作：杜保瑞，，“� HYPERLINK "http://homepage.ntu.edu.tw/~duhbauruei/4pap/5mod/12.htm" �對唐君毅高舉儒學的方法論反省”�，《香港中文大學的當代儒者》，《新亞學術集刊》2006年10月，第19期，第281-330页。


� 參見馮友蘭言：“就真際，形上，方面說，‘哲學系統’及各種哲學系統，皆是本然底，皆本來即有，各自具備，毫無欠缺。其中或有些系統，向來尚無人講之。若向來無人講之，則此哲學系統，即只是純真際底。＿＿一個哲學家所講之哲學系統，不是隨便講底。他不能憑他的空想，胡說八道。他所講之哲學系統，如果不為非底系統，在形上方面說。一個哲學家所講之哲學系統，必有一本然系統，與之相合，或多少與之相合。”《新理學．第七章．義理》


� 楊國榮《倫理與存在》：“而由此達到的真實世界，同時也表現為本體論意義上的真實存在（具體存在）。」頁64。「不難看到，無論是在古希臘，抑或是中國的先秦，德性或德都既有本體論的內涵，又具有倫理學的意義。”（第148页）。《成己與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定勢具有本體論的意義」、「人性能力同時呈現本體論的意義”（第116页）。


� 此處，筆者所提的形上學意味，以老子道論為例即然，至於宇宙論的意味，則老子的道論在漢代的河上公及嚴君平的注解發揮中即有宇宙論建構。


� 楊國榮《道論》“形而上學的一般形態與ontology大致相當。”（ “導論”第2页）。


� 此處，筆者意旨海德格的“基本存有論”指傳統存有論遺忘了存有，於是存有論在海德格哲學中成了論述人生活動的哲學，因此更近於中國哲學傳統的討論。


� 此處，筆者意指道教及佛教的宗教哲學傳統，必以有它在世界的宇宙論以為立論的形上學基礎，因此中國哲學的形上學不可脫離宇宙論，當然，中國哲學的形上學還有論價值的以及論存有範疇的哲學，此事，正是筆者本文要追究的本體論與存有論的概念使用的議題。


� 無論儒釋道，三教皆有道論，在道論中論究整體存在界的終極意義，從其終極意義中轉出價值意識，以此價值意識為人生追求的目標，而成為實踐活動，通常以本體工夫說之，此即筆者所謂之主要是在談價值問題的中國道論之意。


� 楊國榮《道論》“一般認為，on或being既是系動詞（近於現代漢語的“是”)，又表示存在，與此相應，在漢語世界中ontology也有“是論”、“本體論”或“存在論”、“存有論”等譯名。」（“導論”第2页）。


� 楊國榮《道論》：“與being相聯繫的是ontology。前文已論及，ontology曾被譯為本體論，從20世紀開始，中國的一些研究者便對這一譯名提出了種種批評，認為本體論一詞無法體現ontology的涵義，由此，甚而對本體論概念本身的合法性提出質疑，並認為中國哲學並不存在所謂本體論。這裡既有ontology與本體論之間的糾葛，也涉及譯名與所被譯之名的關係。”（“導論”第4~5页）。


� 楊國榮《道論》：“本體論這一範疇被引入中國現代哲學後，也非僅僅是ontology的對應概念，它在相當程度上既蘊涵了ontology所涉及的存在之義，又融入了中國傳統哲學的相關概念，從而獲得了其較為獨特的涵義。”（“導論”第5页）。


� 楊國榮《道論》：作為現代哲學的概念，本體論顯然不能等同於上述意義上的本體理論。儘管以上論域所涉及的氣世界、理世界、心世界也每每構成了本體論所討論的對象，但較之以本體表示存在的本來型態，本體論無疑包含更多的內涵。就其與中國傳統哲學的關係而言，本體論似乎與傳統哲學中的道器、體用等等概念有更內在的關聯。（“導論”第6页）。


� 參見牟宗三先生的《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現象與物自身》。


� 楊國榮《道論》：“需要指出的是，作為中國現代哲學的概念，本體論既不能簡單地等同於ontology，也很難僅僅歸結為中國傳統哲學有關本體的學說。”（“導論”，第6页）。


� 參見牟先生言：“此一系統，吾名之曰主觀地說是靜涵靜攝之系統，客觀地說是本體論的存有之系統，總之是廣攝系統，而非縱貫系統。此方是有一點新的意味，此是歧出轉向之新，而非調適上遂之新。”（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一冊》第45页。台北，正中書局發行，1968年第一版）。


� 參見拙作：杜保瑞，“� HYPERLINK "http://homepage.ntu.edu.tw/~duhbauruei/4pap/5mod/2004.htm" �牟宗三以道體收攝性體心體的張載詮釋之方法論反省”�，《哲學與文化月刊》，2010年10月，437期；杜保瑞，“� HYPERLINK "http://homepage.ntu.edu.tw/~duhbauruei/4pap/5mod/2003.htm" �對牟宗三詮釋周敦頤言誠體的形上學之方法論反省”�，《哲學與文化月刊》2009年11月，第426期：頁77-102；杜保瑞，“� HYPERLINK "http://homepage.ntu.edu.tw/~duhbauruei/4pap/5mod/2601.htm" �對牟宗三批評朱熹與程頤依《大學》建立體系的方法論反省”�，《哲學與文化》，2009年８月，第423期：頁57-76；杜保瑞，“� HYPERLINK "http://homepage.ntu.edu.tw/~duhbauruei/4pap/5mod/27.htm" �對牟宗三詮釋朱子中和說的方法論反省”�，《二十世紀人文大師的風範與思想﹍後半葉》，2007年2月，第275-312页，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主編，台灣學生書局印行。


� 楊國榮《道論》＜導論＞頁6。


� 楊國榮《成己與成物》第176页。


� 楊國榮《成己與成物》第177页。


� 楊國榮《成己與成物》第176页。


� 楊國榮《成己與成物》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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